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

余新忠

【提要】 明清时期，国家对疫病救疗虽有行动，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降，国家逐渐建立了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应对疫病的观念也日渐积极。

这些启示我们: 第一，国家对救疫在制度上的缺失，既反映了传统国家在统治理念上缺乏对民众生命

的真正关怀，同时也是承认自身能力不足的务实之举; 第二，利用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不仅有

助于实际的疫病救疗，而且也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性互补; 第三，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实际也

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虽然意义重大，但需充分重视其限度; 第四，应历史和人文地认识传统时

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观念; 第五，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于瘟疫的防治至关重要。
【关键词】 明清以来 瘟疫 卫生防疫 历史省思

瘟疫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鉴于生物样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复杂性，尽管我们可以通过

各个方面的不断努力大大降低瘟疫的危害，但恐怕很难征服疫病。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断

言: 瘟疫“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与决定因素之一”。①

面对瘟疫，我们需要历史和人文地加以认识。
与现代不同，在传统时期，中国并没有专门应对瘟疫的官方的组织机构，而且除了一些医学书籍

外，也甚少有专门性的历史记录。尽管如此，在长期与瘟疫斗争的历史中，前人也留下较为丰厚的历

史遗产，只要我们有意识地细心检视，仍不难发现散落在各处的诸多相关记载。虽然目前学界搜集

的瘟疫记录未必全面，不过从中大体还是可以看出，整体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瘟疫的

频度呈上升态势。② 相对来说，明清以降，瘟疫的频次较高，而留下的相关历史文献也最为丰富，故本

文主要立足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历史，在简要梳理应对举措的基础上，对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做一

探究。

一、明清以来疫病应对概况

1. 传统时期，面对疫病，国家一般会采取一定的举措，但缺乏对疫病防治的制度性规定。历代王

朝对荒政一直都非常重视，做了众多制度性的建设，不仅在备荒、救荒以及善后等方面都形成了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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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而且灾赈与水利建设还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到明清

时期，国家荒政在制度上可谓已相当完备。救荒措施主要包括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
恤等方面，其中以蠲免和赈济为主。① 这些措施的着眼点基本在于尽可能地使灾民避免饥寒失所，以

便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灾后生产。瘟疫虽然也可以视作灾害的一种，但疫病的防治不同于一般灾荒

的救济，普通的赈济钱粮、蠲免赋税显然不适用于疫病的防治。至少从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在面对瘟

疫时，虽非全然无所作为，往往会以临时诏令的方式采取施送医药等一些举措，特别是宋代，朝廷还

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安济坊等机构收治病人等，②但基本上缺乏相应

的制度性规定，全然不像对其他灾荒的处理，在报灾、勘灾、审核和发赈等环节都有详细的制度上的

规定。而且宋元时期在疾病救助上相对积极的政策，到了人口更多、瘟疫更为频繁的明清时期还变

得日渐消极了，不仅惠民药局不再保留，朝廷和地方的太医院与地方医学的地位也大有下降，很多地

方医学甚至形同虚设，③故而完全不可能担负起实际的防疫职责。
不过每当发生瘟疫，朝廷和地方官府也往往会根据情况，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防疫举措，比如设

( 医) 局延医诊治、制送成药、建醮祈禳、刊布和施送医方甚至检疫隔离等举措。④ 于此需要指出的

是，检疫隔离这样现代防疫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明清时代也已有出现。清初，满族入关后，出于对

其原本较少感染的天花的恐惧，专门设置了“查痘章京”，来检查民众中的痘疹患者并令其隔离居住。
同时也有一些在瘟疫爆发时安置病人单独居住的事例。⑤ 不过这与近代制度性的强制举措大有不

同，像查痘只是特别情况下暂时性的行为。至于单独安置病人，不仅是比较偶然的事例，而且从记载

来看，似乎更多是为了病人治疗和照顾的便利，极少提及是为了防止传染。
2. 民间社会力量在传统时期的疫病应对中发挥了颇为积极的作用。虽然在理念上，疫病救治乃

至日常的健康维护等事务，都属于传统国家模糊而没有边界的职责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当时的官府

并没有也无法全面担负起疫病防治的重任。所以，每当遭遇瘟疫，更多的只能靠社会和民众自求多

福。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就逐步开始采用巫术、医药、赈济和躲避等一些办法来进行防疫。到

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民间社会力量的日渐发展，民间的疫病应对也日渐丰富，不仅出现了大

量临时性、个体化的应对举措，而且还出现了向日常化乃至制度性的防治发展的趋向。
首先在医学上，每当瘟疫流行，民众普遍会寻医求药，医生也会格外地忙碌。这样的现象显然不

是明清时期才出现。不过在明清时期，就医药上对疫病的救治来说，也出现了不少值得一书的变化。
第一是从 15 世纪开始，发明并日渐普及了种人痘这样颇具成效的防治天花的办法; 第二是温病学说

的出现和深化，提升了当时医学救治疫病的能力; 第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相对普及，为

民间社会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医疗资源; 第四是成药制造技术的发展和相关制造与营销店铺的日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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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应急治疫提供了更多的可能。①

其次，基于“鬼神司疫”观念而形成的民俗疗法仍广泛流行。比如民间普遍流传有关疫鬼的故

事，这些故事虽然很多看起来颇为荒诞不经，但也有不少包含意在防疫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内容。比

如积德行善能得到上天的庇护而无惧疫鬼的侵扰，疫鬼害怕葱蒜，疫鬼无法破空，进入疫区要尽量避

免接触任何物件，等等。每当瘟疫来临，占卜、使用符咒、祈禳等办法会普遍被民众采用。对这些行

为，当时虽然也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但似乎看不到这样的行为得到遏制。②

最后，民间社会还会以个人或组织机构的方式采取临时或日常性的疫病救疗举措。这些举措包

括: 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恳请官府开展救疗、建立留养所等收治病人、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

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在当时，特别是清中期

以降，乡贤们借助比较丰富的地方医疗资源和日渐兴盛的慈善力量及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疫病

救疗活动，医药局等日常救疗设施日渐增多。不仅如此，对瘟疫的应对，在经费来源、救疗功能和慈

善色彩等方面，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改变。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 比如丝捐、铺捐

等) ，并通过收取号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出现了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

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发展的趋势。③

3． 近代以降，在西方文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社会逐步建立了由国家主导、立足国家强盛

的现代公共卫生机制。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西方文明影响的不断深入，源于西方的现代公

共卫生观念和机制日渐被视为科学和文明的象征，并在不时爆发的霍乱、鼠疫和天花等烈性、急性传

染病的直接促动下，得以引入和创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改变了以往官方缺乏专门管理民众健康

事务的机构和职能的局面，逐渐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掌管医疗卫生事务的卫生行政部门和专业的防

疫研究机构，效法日本等国，创建公共卫生法规，开展以清洁消毒、检疫隔离、人工免疫、疾病统计、流
行病调查乃至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疫举措，还有以提升民众卫生习惯和意识、
改善环境卫生为基本内容的群众性卫生运动。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个人事务的卫生问题开始变成了关乎民族兴亡的国家大事，通过现代

公共卫生机制的引建，国家成功地将原本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纳入官方

的、制度化的体系之中。虽然卫生防疫直接的目标是维护个人或大众的健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却明显是以“强国保种”和国家富强为指归的，甚少关注到卫生防疫中的个人

权利和公平正义的问题。卫生防疫举措的推行，往往都会涉及社会、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很

多情况下，启动公共卫生机制，很大程度是在社会思潮和舆论力量的影响下，统治者为更好地维护自

身统治以及表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④

4. 从传统到近代，社会的卫生防疫观念逐渐从消极转向积极。在传统时期，中国社会对于瘟疫

成因的认识主要为“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个方面，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就理念而言，基本

就是养内避外，除了认为巩固元气外，以避为主，大体上都是相对消极、内向的个人行为，并未成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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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介入的公共行政事务。人们有感于疫气弥漫空中，往往也无从防避，故往往亦将染疫视为命数，并

未将疫病的预防作为重点的思考方向。从传统到近代，随着近代公共卫生观念和制度的日渐引入，

中国社会应对疫病的重点也开始从相对消极的避疫、治疗转向积极主动的防疫。近代的防疫除了理

念上更强调预防以外，在举措上，一方面，主张通过积极改造环境卫生的方式来预防和减少瘟疫的爆

发; 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消毒、检疫和科学研究等手段来控制或征服瘟疫。①

二、明清以来疫病应对省思

历史研究的目的，显然不是站在今日的立场上，俯瞰式简单评判过往的人与事，而是需要进入

历史的情境，理清历史演进的脉络，理解其演进背后的逻辑，思考从中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同时，

似乎也很难指望从历史中得到某种直接的行动指南，有学者指出: “人文学科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的

意义，本来也不在于对某种突发的自然灾疫提供直接的对策，而在于在学术研究的同时，长远地促

进社会的进步、价值的稳定、文化的发展、精神的提升”。② 故而，从历史的梳理和讨论中可以获得

的，可能主要是通过拓展视野、转换立场，发现丰富多元的信息、人类智慧复杂的表达和人类核心价

值的共通性来启迪我们的思维。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省思明清以来的防疫经验，以期获取有

意义的启示。
1. 救疫制度上的缺失，既反映了传统国家在统治理念上缺乏对民众生命的真正关怀，同时也是

其承认自身能力不足的务实之举。前已述及，在传统时期，国家在制度上缺乏针对疫病防治的具体

规定。而且宋元时期在疾病救助上相对积极的政策，到了人口更多、瘟疫更为频繁的明清时期还变

得日渐消极了。个中缘由，大致有二。第一是瘟疫虽有碍民生，但毕竟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会对

王朝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危害; 第二是在当时的社会医疗条件下，官方实际上难以全面担负起复杂的

疫病防治责任。一方面，官办医疗机构效率和能力有限，不可能满足民间疾疫救治的实际需求; 另一

方面，瘟疫的救疗在技术上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不仅存在着疫情千变万化和病人个体性差异

等复杂性，而且古代医疗资源存在着很大的地区不平衡性，当时的朝廷也难以具备进行跨区域调配

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医治疗讲究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若不能对症施药，可能会适得其反。历

代王朝未对瘟疫救治提出比较刚性的制度性规定，自然反映出其在统治理念上的问题，不过就技术

层面来说，亦可谓其在体认到瘟疫防治的极端复杂性的情况下，承认自身能力不足的务实之举。明

清朝廷在医疗政策上的相对消极，应该也是缘于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救助日渐增强所产生的弥补效

应。这在事实上为民间更具灵活性和实效性的救疗开启便利之门。
2. 因势利导，较好地发挥了民间社会力量在瘟疫防治中的能动作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官民之

间的良性互补。以上的论述已经表明，从官府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应该说并无傲人的

成绩。不过因其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大力倡导和鼓励民间社会力量来承担瘟疫的防治任务，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多少弥补了其在这方面的欠缺。这也较好地激发了民间社会力量在防疫等公共

事务中贡献力量的积极性，较好地利用了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其中的乡贤，促使其扮演

更为积极的角色，借助比较丰富的地方医疗资源和日渐兴盛的慈善力量及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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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救疗活动，对于维护瘟疫中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给民间社会力

量发挥其活力和智慧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促成了疫病救疗的近代演进。
由于内在的能动性和灵活性，民间社会力量往往能够起到补充国家救疗的作用。而且，民间社

会力量活动往往是在官府的倡导下展开的，乡贤在举办救治活动时，所预期的乃是让自己更受官府

的器重以及对地方社会事务更具影响，而非希望自己成为与官方对抗的民间领袖。发挥民间社会力

量的作用，有序的包容甚至鼓励民间社会力量，并不必然造成国民之间的对立。对此，我们可能需要

从合作和互补这样一种认知来看明清国家和社会关系以及民间社会成长的意义。其意义主要在于

有针对性地补充官方行政能力的不足，并有效地表达地方社会的要求或民意，促使地方官员关注并

举办一些缺乏制度规定但实际需要的事业。
3. 近代以降，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引建了现代卫生防疫制度，意义重大，但其实际也是国家

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若缺乏对其限度的充分重视，亦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民间社会力量虽然在疫

病救疗中能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其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社会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

不平衡; 其次，社会力量的活动多为自发的，具有随意性; 最后，社会力量主要表现为民间力量，其本

身也不具有任何强制力。因此，社会力量在疫病救疗、某些预防卫生观念和设施的推广与医疗管理

等方面，其作用的发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极大限制，从而严重地影响某些富有成效的观念和举措普

遍及时的推广，以及对众多有害健康行为的禁止和制约。清末以来，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和西方文

明影响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介入程度不断加深，逐渐建立了由国家主导、着眼于

国家强盛的现代卫生防疫机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效果上，都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以及卫生

防疫事业的发展，起到值得称道的推进作用。
这一进程，既是国家职能具体化，体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也是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深化。无论

是国家还是社会力量，在开展卫生防疫时，都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如果不能看到国家权力过度扩张

的限度，而全面压缩民间社会力量的空间，虽然有利于发挥集中资源、统一步调等方面的优势，但却

显然难以照顾到民众具体而个性化的需要，不利于发挥民间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去有效应对防疫

过程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从而严重制约国家卫生防疫体制优势的发挥。清末以来的历史表明，继承

民间社会力量的疫病救疗传统，将其纳入国家的制度框架之内，包容一定的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对

于整体的卫生防疫事业来说是积极有效的。
4. 应历史和人文地认识传统时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观念，疫病和防疫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性。

前已论及，古人在防疫上，与现代相比，总体上比较消极，以“避疫”为主。关于疫病的成因，大体有两

套认知系统。其一是疫气致疫，其二是鬼神司疫。历史地看，中医在救治个体病人、维护民众正气平

衡等方面的意义，不容忽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社会何以没有发生诸如欧洲的黑死病和美洲的

天花那样对社会造成结构性影响的瘟疫。“鬼神司疫”作为一种文化观念，认为瘟疫由鬼神来掌控，

人间瘟疫的发生乃是因为“乖违天和”、“人事错乱”或“道德失修”等因素。虽然随着现代科学的发

展，这样的认识在今人看来，无疑可以归入“封建迷信”之列，但如果将其置于历史的语境中来加以理

解，应该说，其对当时社会的瘟疫应对是颇有意义的。一方面，这样的观念对疫情中人心的稳定和社

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多有助益; 另一方面，众多流传广泛的鬼神故事，实际上包含不少合理的防疫内

涵，比如前述疫鬼害怕大蒜，疫鬼一般无法破空而行，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实际防疫效果。指出这一

点，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还应该相信这些所谓的“迷信”，而是认为，它可以启示我们，疫病本身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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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生理现象，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构建。疫情也不只是自然现象，而是与文化观念、人伦道德等

社会文化因素密不可分。故而，疫情应对，仅仅依靠科学和医疗卫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结合

社会人文力量综合地开展。
5. 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防治疫情至关重要。考察瘟疫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瘟疫史，不

难发现，瘟疫的危害不只是造成了民众健康的损害甚至生命的丧失，更重要的还往往是疫病的传染

性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因素带来的社会恐慌。所以每当发生大疫，社会必定会流言满天

飞。而要克服这一现象，除了国家和社会采取适切有效的应对举措外，畅达而有效的疫情信息传递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际上，及时有效而有针对性的信息发布，不仅有助于稳定民心，消除民众的

恐慌心理，同时也是国家开展疫病救治举措的必要基础。在这方面，受传统的统治理念和技术条件

等因素的影响，古代社会为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在古代中国，匿灾不报、粉饰太平是一种普遍的

现象，特别是对于瘟疫，由于缺乏制度规定，而且最高统治者也未必特别关注，隐匿不报的情况更为

严重。比如在清代江南，平均每年有 2. 44 县次发生瘟疫，①但如此频繁的疫情在《清实录》中却鲜

有反映。疫情无法“上达天听”，必然妨碍国家采取可能的防疫举措，也不利于更好的敦促地方官

府和民间社会开展有效的救治活动。不仅如此，缺乏有效及时的信息传递，还容易导致更严重的

社会恐慌。比如在 1820 年前后的全国性霍乱大流行中，由于国家和社会都无法对疫情提供可信的

解释，“人人恐惧，讹言四起”，②“传闻已甚一时，竟视为丰都地狱”，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

经”。③ 而且，这种气氛迅速扩散，弥漫在整个大江南北，从而给社会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灾难。
总之，人类的历史，乃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过程，发生各种灾难在所难免。瘟疫作为灾难的一

种，比起其他的灾害，更多的是人类自身行为的结果。因而，面对瘟疫，我们更需要保持自省。

( 作者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邮编: 300350)

( 责任编辑: 李桂芝)

( 责任校对: 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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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ing a monopoly to dissolving it; second，the concepts of natur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proposed by
pre-Qin philosophers had clearly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Lessons from Ｒeligious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 / Zhang Jian

Ｒeligious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includes not only the rigid management of religions by the
government，but also the soft education of rituals and music on the entire society; Ｒeligious governance
includes not only a set of rules for religious practices，but als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ety; Ｒeligious governance not only refers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but also
includes the autonomy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e means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are not only control，
guidance，and manipulation，but also dialogue，debate，and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is not simple domination and obedience，but more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Its practice
includes to keep religion at a respectful distance as a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oncept，to cultivate the
plurality of religious coexistence in harmony without one becoming dominant，to sinicize foreign religions
through rituals and music，to maintain the moderate tens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to economically
control the moderate scale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to supervise Sangha autonomy through state
management，and to guard against the crisi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caused by foreign religious influence．

Ｒeflections on Epidemic Control in Chinese History since Ming-Qing Times / / Yu Xinzhong

In Ming-Qing China，the state exercised a limited role in epidemic relief，primarily through channeling
the power of the emerging civic society，for such efforts were not yet institutionalized． In modern China，the
state has assumed a more interventionist role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moder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 This leads us to believe: 1． The lack of epidemic relief
system indicates not only the lack of interest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in protecting its people，but
also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state power; 2． Utilizing the rising civil power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actual
process of epidemic relief but also generate a benign mechanism in which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omplement
each other; 3．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der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comes with an
expansion of the state’s power，It wa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yet one has to be vigilant of excessive
expansion; 4．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e views on epidemic and its control in history from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5． It is vital for the epidemic control to ensure a smooth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flow．

Indigenous Historiography and Chinese Discourse: The Spread of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 and Its Impact / / Cui Huajie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Jing Su and Luo Lun，two young researchers
from Shandong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book under the title Qingdai Shandong jingying dizhu de shehui
xingzhi ( The social nature of managerial landlords in Qing dynasty ) in 1959 ． In it，they explored the
question about the“sprout of agricultural capitalism”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y studied rural areas in Shandong and focused on the peasant class． Based on an internal perspective，they
extrapolated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identified the features of its trajectory，and
highlighted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the rural history． In doing so，they formed an academ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ook also included field surveys and expanded the scope of sources for historical
dat． In addition，it paid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in history． All of this simply shows the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mbining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After the monograph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it was well received by western scholars and had an academic impact on the latter． This
monograph exemplifies the style of academic research based on indigenous history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Thu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examine this case in the
current state of growing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Ｒepublican-Era Historians of Western History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of Western Historical Stud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s a Focus / / Yang Zhao

Historians of Western history were a very special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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